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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务中的非正当当事人问题
——兼谈诉前准备程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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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案登记制已在我国实施了数年，一方面解决了当事人“起诉难”的问题，一方

面也在实践中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当前背景下，对于“正当当事人”的审查，

处于立案阶段“形式审查”与审判阶段“实体审理”之间的灰色地带。一旦在

答辩期发现非正当当事人的情形，难免造成程序延宕。通过考察域外的相关诉

讼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实务现状 , 笔者认为有必要围绕“立案登记制”构建适宜

我国、适应时代的诉前准备程序，以确保程序顺利进行，避免程序反复、三方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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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4月1日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自此我国案件受理制度从“立案审

查制”变更为“立案登记制”。立案审查制的弊端是众所周知的；立案登记制

的改革是我国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解决“立案难”问题的一步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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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改革效果是毋庸置疑的。立案时采“形式审查”，从理论角度而言是为谋求

起诉条件的低阶化；从实务角度而言，可以切实避免在立案时对案件进行实质

审查，使得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更为简单、诉权得到保障。但“形式审查”却

加重了法院在审理阶段的负担，使得“不适格、不正当”的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

加重了当事人与法院双方的负担，造成诉讼程序中断、延宕。我国法院在 2015

年之前已经出现了“案多人少”的问题，“立案登记制”与随后实施的“法官

员额制”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问题。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审查“正当当事人”应当归属于起诉阶段或是实体

审理阶段的问题有多种观点。张卫平教授认为，我国将大陆法系的诉讼要件置

于起诉条件之中，是造成起诉要件高阶化的理论成因；a段文波教授认为，“在

二元诉权论的框架内，作为国家干涉甄选纠纷的标尺，起诉条件之本质乃是诉

权行使要件，具有职权调查性与先决性，因此将其作为前置审理对象也未尝不

可”b；杨会新提出可以在不同程序阶段采取不同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的形式

来达到起诉条件低阶化的目的 c。

本文认为，对于“正当当事人”的审查在程序次序上，处于立案阶段“形

式审查”与审判阶段“实体审理”之间的灰色地带。如像当前多数法院所采

取的方式，将当事人适格问题推后到对案件主体审理的答辩期审理，一旦发

现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不适格、遗漏当事人的情形，无疑会加重当事人与法官

三方的讼累、造成诉讼中止与程序反复；对于法院通知加入诉讼的当事人而

言，由于其参加诉讼的时间较晚，准备时间远不如其他诉讼参与人充分，且

在其参与诉讼之前，主审法官已经对案情有所了解，从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对

后参加人的不公平。如将当事人适格问题的审查提前到实质审理之前——如

参照德国的“法官指挥诉讼”机制和美国的“事实诉答”机制，设立一个在

立案阶段与审理阶段之间的中间程序，由主审法官以外的审判人员在此程序

中进行当事人适格审查、诉讼权利义务释明、指挥证据准备等——如此一来，

a　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J］．法学研究，2004（6）：58-68．

b　段文波．起诉条件前置审理论［J］．法学研究，2016，38（6）：70-87．

c　杨会新．从诉之效力位阶看民事案件受理制度［J］．比较法研究，2016（3）：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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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主体审理程序更顺遂紧凑，同时减少程序中断、当事人与法院三方讼累

的风险；于双方当事人而言，双方都享有相对公平的、充分的诉讼准备时间；

于法院而言，可以减轻员额法官的审理负担，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案多人少”

的问题。

二、司法实务中发现非正当当事人的具体情形

围绕正当当事人的问题催生了“当事人确定制度”“当事人订正制度”的

争论。但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我国并未实行统一的“当事人确定制度”抑

或“当事人订正制度”，一般认为起诉时诉状中所载明的当事人即为诉讼中的

当事人，立案后即可进入诉讼程序。而实质上，在立案阶段进入诉讼程序的当

事人仅可定性为“形式当事人”，且在此阶段知晓诉讼的一般为“形式原告”，

无论是从诉权保障的角度抑或实践事实的角度，此时的形式当事人都不须为正

当当事人；由于不涉及实质审查，法院也不须发现诉状所载明的当事人是否为

正当当事人。只有在诉状中所载明的被告知道诉讼、着手应诉答辩之时，非正

当当事人的问题才可能被法院发现，且在此时才有必要区分正当当事人与非正

当当事人。

判断当事人是否为正当当事人的标准有二：一是当事人是否适格；二是当

事人是否有诉讼实施权。

在德国，如原告依照实体法享有他所主张的权利，且该权利确实针对被告，

则可判定当事人是适格的；在日本，只要对诉讼标的具有特定权利或法律关系，

可以作为当事人实施诉讼、要求判决，则可认定为当事人适格。可以看出在德

国的理论中，更注重当事人在实体法上是否具有权利，而非是否具有诉讼法上

的诉讼权利，而在日本则是将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相结合。

我国一般也认为正当当事人即为当事人适格，对于当事人适格究竟为诉讼

权利要件还是权利保护要件也多有争论。肖建华教授认为，当事人适格的判断

标准可以使诉讼实施权也可以是诉讼标的权利义务关系；张卫平则认为识别当

事人适格应当基于诉讼实施权，认为当事人适格是诉讼要件。本文更倾向于同

意张卫平教授的观点。对于我国的现状而言，采诉讼实施权的标准一是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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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案登记制背景下对起诉人的诉权保障；二是更有利于对纠纷的实质解决，

有效地避免将权益主张人拒之法院门外；三是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意识有较大的提高，群体诉讼多有发生，采诉讼实施权可

解释环境诉讼、消费者群体诉讼中的原告适格问题；四是采诉讼实施权，更有

利于对社会生活中新型民事权利的发现——从实体法的角度举例，我国在知识

产权、互联网、大数据等相关的诸多无形财产权上的立法还须进一步完善细

化——使得新型的权益纠纷进入法院、被法院所知晓，对我国实体法的立法修

法也会起到推进启发作用。

关于诉讼实施权的基础，主要有“管理权说”“处分权说”“诉的利益说”，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可以直接体现“诉的利益说”，在实体法中，对于“管

理权说”“处分权说”也有相应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在我国诉讼实务中，对以

上三种基础以采“诉的利益说”为主，兼采“管理权说”“处分权说”。现行

民事诉讼法对于适格当事人的规定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起诉必

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

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从现行规定来看，在

起诉时对原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适格判断，即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被告的条件为明确即可——《民事诉讼法》第121条：“起

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而在立案登记的制度下，由于

立案时要竭力避免实质性审查，可能在司法实务中出现的“当事人不适格、不

正当”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在诉讼之外的行为引起的，分为由法

律行为引起以及由社会生活事实引起的；二是由诉讼行为引起的，例如诉讼担当、

代表人诉讼的情形。以下分类进行简要分析。

（一）由诉讼外的行为引起的

1．由社会生活事实引起的

生活事实所引起的不正当当事人，有已经死亡的近亲属或分立、合并的单

位作为当事人的情形。在实务中，对以上两种适格原告的认定直接依据实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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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通常不会出现问题。例如在侵权案件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

被侵权人或受害人死亡的，由受害人的近亲属提起诉讼的情形；抑或是单位分立、

合并后，由权利继受的单位提起诉讼的情形。这两种情形在民事实体法中已经有

所规定，《侵权责任法》第 18 条规定了被侵权人近亲属与权利继受单位的实体请

求权。从诉讼的角度来说，由于侵权行为导致的被侵权人的死亡，实质上对被侵

权人的近亲属的权益产生了影响，被侵权人的近亲属当然地可以解释为《民事诉

讼法》第 119 条中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单位被侵权，由侵权行为所

产生的财产性、或法人的人格性权益等无形财产的损失，必然也会影响权利继受

单位的财产权益、无形财产权益，因此继受单位也符合“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法人、其他组织的要件。因此，从诉讼实施权的角度而言，由于已经存在实体上

的利害关系，二者必然具备诉讼实施权，可以认定为适格的原告。

然而，在审理阶段如以上两种当事人作为被告，则可能出现一定的争议。

如侵权人死亡的情形，被侵权人只能向死亡的侵权人的近亲属提起赔偿诉

讼；或夫妻中死亡的一方举债，原告起诉另一方清偿债务的情形；此时需援引《继

承法》上的规定，须经过实体审理判定其作为继承人在继承的财产限额内赔偿

原告、清偿原告债务。在实务中，出现过的夫妻一方隐瞒对方举债、或没有实

际继承财产的情形，属于实体争议审理的范畴，并非被告不适格的情形。换言之，

此时原告的为实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而非诉权的行使受到阻碍。在立案登

记制的背景下，原告的起诉权仍然能够得到保障，诉状中的“形式被告”也可

以在庭审中充分说明情况，保障自身权益。

分立后的单位做被告时，实体法规定了由其所继受的财产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义

务，此种情形下原告的实体权利可能出现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形，此时法院可依据民

事诉讼法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追加，避免当事人的遗漏。当然，在民事诉讼法中原

告有权行使处分权，即原告对被告的选择有充分的处分权，如法院声明有共同被告

但当事人不愿意追加的，应充分尊重其意志；当事人同意追加的，则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150条的规定中止诉讼，在中止期间被追加的当事人准备应诉答辩。

2．由法律事实引起的

由法律行为引起的非正当当事人的情形主要表现在诉中实体权利发生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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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如当事人在诉中转移涉诉标的物或债权、专利相关权利；以及被告表

见代理等无权代理的情形。

法院在发现此类不正当当事人的情形时，可采取驳回起诉、驳回诉讼请求、

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第三人的做法。若从充分保障诉权与实体权利的角度出发，

无疑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第三人的做法更能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更彻底的解

决争议。但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由于无法在立案阶段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实

质审查，此类问题必须要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的阶段才可能发现，如此一来必

将造成诉讼程序的中断、延宕，造成当事人与法院的讼累。尽管根据2015年的《民

诉法解释》第 249 条，特定继受人需要本案判决结果的拘束；但如原当事人在

案件审理中隐瞒了权利移转的情况，法院在做出判决之后权利继受人发现自身

的利益受到侵害后，借助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进行权利救济，无疑

又一次增加了法院案件审理的负担。

（二）由诉讼行为引起的

当前我国比较常见的因诉讼行为产生的“非正当当事人”多发生在群体诉讼、

公益诉讼中。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53、54、55 条对此作出了规定。在当事人

人数众多的代表人诉讼、消协、环保组织代为诉讼的情形中，在狭义的“当事

人适格”标准的基础上只能认为是法律将参与诉讼的原告拟制为适格的正当当

事人；因为在对于消协与环保组织而言，其实体权利并非本案的诉讼标的；对

于代表人诉讼而言，推举出的诉讼代表人的实体权益仅为案中诉讼标的一部分。

而采诉讼实施权的认定标准，有资格的消协、环保组织接受实体权利人的委托

代为行使诉讼权能参加诉讼的，符合诉讼实施权中理论基础中“管理权说”的

要件要求；抑或被推举出的群体诉讼代表人受其他实体权利人的授权委托做原

告的，由于该代表人同时也是实体权利人，则同时符合“管理权说”“诉的利益”

说的要件。现行制度经过几次修法与司法解释的扩充，对于实体权利人的权利

保护是较为完善的。

如《民事诉讼法》第 54 条：“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

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

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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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

表人。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

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

同意。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

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

该条文中，规定了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换言

之是对代表人的处分权进行了扩张，同时又限制了其在变更、放弃诉讼请求、

和解时的处分权；该规定在“当事人恒定”的背景下与权利继受人受原权利人

的诉讼结果的拘束这一规定相类，其功能是在保障诉讼的效率与真正当事人实

体权益的保障之间做出平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文还规定了公告前置与权利人登记制度，这种做

法肖似台湾地区的“法院职权通知义务”的机制，有利于保障广泛的权利人的

利益，减少不知情的权利人不得已受生效的判决拘束的情况发生，同时保障纠

纷一次性解决。同时该条文实质上赋予了类似德国的法院指挥诉讼的权能，“推

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表人”；此种情形

下，法院审理人员在案件进入主审理阶段前即实际参与案件，并对案件的进行

起到实质推进作用。前述两项机制，既不属于法院的立案职能也不属于审理职

能，从程序上来讲，既不属于立案阶段也不属于审理阶段，从程序的角度来说

是处于立案与审理的灰色地带；但是法院的行为又都对诉讼程序的进行起到关

键的、积极的推进作用，无论是从公平正义或效率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机

制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法院可以藉此避免在审理阶段审查原告是否适格、

是否追加当事人，最大程度避免程序中止、延宕、反复的问题；同时最大程度

避免在判决作出后，另有权利人请求法院作出与前诉判决相违背的判决的情形，

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保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当事人在诉讼外的行为引发了不正当当事人的情

形，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除非起诉时适格原告已经知晓并在起诉诉状中明确

说明，否则法院是无法在实质审理前主动发现并予以处理的，这种情形下诉讼

程序的中断延宕、反复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为追求实体公正，法院与当事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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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牺牲程序效率；如盲目追求诉讼效率，或是法院在案件积压的压力之下草

率做出裁判或调解，则会在无意中造成侵害实体权利人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

的情况。反观群体诉讼、公益诉讼中，尽管当事人人数众多，但由于诉讼法将

诉讼代表人、有资格的社会团体的规定为适格当事人，又结合了法院公告、代

表人推选的机制，反而降低了对未参加诉讼的实体权利人权益侵害的可能性，

避免了诉讼程序的中断反复。

两相比较，现行群体诉讼、公益诉讼程序较之传统诉讼的程序，在机制上

更完备、更科学，更有利于平衡的实现公正与效率。我认为群体诉讼、公益诉

讼中所实行的类似“台湾地区法院职权通知义务”“德国法官诉讼指挥”的机

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将“法院职权通知”与“法官指挥诉讼”扩张的纳入

到传统诉讼模式中，无疑对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能起到诸多积极作用。

三、关于完善我国诉讼程序机制的构想

前文提出，对于“正当当事人”的审查在程序次序上，处于立案阶段“形

式审查”与审判阶段“实体审理”之间的灰色地带。如在庭审阶段进行审查，

既可能加重当事人与法官三方的讼累，又会造成诉讼中止与程序反复；又由于

主审法官已经对案情有所了解，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会造成对后参加人的不公平。

我认为与其使得当事人适格审查停留在这个灰色地带，不若在主审理阶段之前

设立一个独立的程序，从机制上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德国、美国以及我国台

湾地区的程序机制可为此提供参考。

（一）美国审理模式中的“事实诉答”（Fact Pleading）

美国所实行的 Trial 审理模式同样是由原告起诉、被告应诉后双方当事人答

辩开启，值得借鉴的是此审理模式中包含了一个“诉答阶段”，在此阶段当事

人关于争讼的问题只需要进行“告知诉答”“事实诉答”即可，参与该阶段的

法官只需知晓案件的基本事实，不须进行严格的审查，只要法官从双方当事人

的告知的案情与开示的证据中可以认定该案件是可信的，不须作出“驳回起诉”

的决定，则法官将保持被动。与我国答辩期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并进行实体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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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所不同的是，美国审理模式的这一诉答阶段，法官仅发挥了解案情基本事实、

审查争议真实性的功能；换言之，当事人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证据开示只是为

了提供给对方知情，法官对此不进行实体审理。在确认案件真实可信之后，案

件的实体审理将在下一阶段“Trail”阶段进行。a

（二）德国的法官指挥诉讼职能

德国实行“主审理”模式，这种审理模式在通常情境下会在一个期日内完

成诉讼的主审理。因此为保障一个期日内完成主审理，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

的规定了法官指挥诉讼的职能，使得法官能够发挥推进诉讼程序进行、使案件

在一次庭审中完成审理的指挥权能。a《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在第 139 条 b规定

了法官的阐明义务，同时在第 272 条 c、第 273 条 d赋予了法官为使得案件在一

个期日内审理完毕可行使的推进诉讼进程的职权。以上规定相结合，实质上赋

予了法官在主审理期日前的诉讼指挥权。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官阐明与我国的法官阐明权有所不

同。德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是法官阐明的义务；而在我国通常表述为法官

阐明的权力。且通常而言，我国法官仅在一方当事人处于明显劣势，或其陈述、

a　罗尔夫·施蒂尔纳，周翠．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辩论主义与效率冲突中的诉讼指标与实

质阐明［J］．清华法学，2011，5（2）：130-140．

b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139 条规定法官有阐明义务：“审判长应该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

作充分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为

达此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予当事人共同从事实上合法律上两方面对于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

并且提出发问。审判长对于应依职权调查的事项中存在的可疑之处，应予注意。”

c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72 条规定：“诉讼通常应该在一次经充分准备的言词辩论期日结束。

审判长或者指定一次终结的言辞辩论日期，或者就命令进行书面准备程序。言词辩论应尽早举行。”

d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3条规定：“（一）法院应及时地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在诉讼的任何阶段，

法院都应当使当事人为及时而完全的陈述。（二）为进行任何一种期日的准备，受诉法院的审判长或他

所指定的法院成员可以：1．命令当事人对其准备的书状加以补充或解释，命令当事人提出文书并将其他

适当的标的物交存于法院，特别是定一期间命令当事人对应予说明的一定争点加以说明；2．嘱托官厅或

担任公职的人使其‘向法院’说明文书‘的内容’或提出官方报告；3．命令当事人本人到场；4．传唤

当事人所举出的证人和鉴定人，进行言辞辩论。（三）第二款第四项的事项，只在被告已对诉讼诉讼生

命提出异议时，才命令办理。对此命令，准用第379条的规定。（四）以上各种命令，均应通知双方当事人。

命令当事人本人到场时，适用第 141 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278·
司法实务中的非正当当事人问题

——兼谈诉前准备程序的构建

2021 年 10 月
第 3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30402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举证与本案案情相关性极低，又或当事人的主张与法律相违背时才予以阐明。

为规避出现“纠问式诉讼”，我国的法官阐明权的行使受到了限制，最新的《民

事诉讼法》中仍未对法官阐明权予以明确规定；关于法官阐明的规定仅出现在《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最高法发布的规定、司法解

释中；而且以上文件中的对于法官阐明权的赋予也主要围绕当事人的举证问题。

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法官阐明权相比于德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官阐明权

是极为消极、被动的职权。我国的法官阐明权并不能起到德国法官进行阐明时

可以起到的充分推动诉讼进程、提高案件主审理效率的作用，更无法从立法上

找到法官实质指挥诉讼的基础。

我国立法上的空白与司法解释中对法官阐明的限制，从根本上限制了法官

作为审判专业人士对诉讼进程的主动干预范畴。在当事人适格的问题上，由于

立案时对当事人仅作形式性审查，在审理前法官不能发现问题，而只能在审理

开始后暂停审理以对案件的当事人予以纠正。诚然，为“当事人主义”的角度

考虑，法官所受的限制可以确保法官消极中立、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

实体权利；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法官的消极被动会导致劣势一方当事人追求

公正的难度增加，反而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另外从程序效率的角度，由

于法官不能实质指挥诉讼程序的进行，诉讼的程序效率也因此降低。

（三）台湾地区的法院职权通知（诉讼告知）机制

台湾地区在民事诉讼法中，针对诉讼标的权利系属发生移转的情况，专门

规定了法院的职权通知义务。

台湾《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 a 第四款：“法院知悉诉讼标的有移转者，

a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规定：（一）诉讼系属中为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虽

移转于第三人，于诉讼无影响。但第三人如经两造同意，得声请代当事人承当诉讼。（二）前项但书情形，

仅他造不同意者，移转之当事人或第三人得声请法院以裁定许第三人承当诉讼。（三）前项裁定，得为抗告。

（四）法院知悉诉讼标的有移转者，应即以书面将诉讼系属之事实通知第三人。（五）第一项为诉讼标

的之权利，其取得、设定、丧失或变更，依法应登记者，于起诉后，受诉法院得依当事人之声请发给已

起诉之证明，由当事人持向该管登记机关请求将诉讼系属之事予以登记。诉讼终结后，当事人或利害关

系人得声请法院发给证明，持向该管登记机关请求涂销该项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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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以书面将诉讼系属之事实通知第三人。”此项规定，实质上建立了一种

法律程序机制，即赋予了法院通知权利继受人的权能；从诉讼机制上解决了

在诉讼外当事人移转权利、使得审理中出现所谓非正当当事人的问题。相比

而言，我国大陆地区的做法更依赖于当事人的主动性——由于立案时形式审

查，法院作出职权追加当事人仅可能出现在实体审理中原诉讼参加人详细全

面陈述事实之后；抑或是在诉讼进行中，“案外人”主动得知诉讼并主动申

请参加；否则权利继受人不得不相对被动的承受诉讼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权利继受人的权利。尽管大陆地区已经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

议之诉等救济机制，但此类救济程序的设立为无奈之举，与“纠纷一次性解决”

的效率目标并不相关。

另外，台湾《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第五款规定了法院的登记命令职权，

法院在发现诉讼标的属于依法应登记的事项时，得命令当事人将诉讼系属在登

记机关登记。此项规定可以归类为法院职权通知义务的一方面。经此番登记，

当事人一旦在诉讼进行中进行权利移转，继受人即可通过登记机关的记录知晓

诉讼，从而有了决定参加诉讼或中止实体权利移转的主动权。

从诉讼程序的角度上看，台湾地区的法院职权通知义务实质上设立了对

权利继受人的“判决前”保护机制；对权利继受人即第三人的权利保护起到

了积极作用。在此种机制下，纠纷得以一次性解决的可能性有了较大的提升，

而不依赖于原诉讼参加人的诚信以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等纠错机制；审理程序

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从我国关于群体诉讼的现行规定来看，大

陆地区的法院同样具备实施“法院职权通知”的能力，法院现有的公告、送

达机制以及法院之外相关公权力机关的登记职能都为我国大陆地区法院实施

提供了基础保障。

以上三种诉讼程序机制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诉讼机制都具有参

考价值。我认为，我国可在立案与审理程序之间设立一个明确的庭前准备程序，

该程序相较于现有的庭前会议机制在程序上更加公开、在功能上更加丰富。该

程序机制可结合以上三种机制的优势进行构建。在该程序当中，该程序法官得

以主持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开示，确认案件争议的真实性；增加法院了解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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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当适格的机会；该程序法官不须对案件的实体争议进行审理，只需对案

件在审理阶段的顺利进行的积极可能性予以确认，作出保障主审理阶段顺利进

行的程序性行为。该程序法官在案件的实体审理上为消极的角色，但可行使程

序上的积极权能：如该法官发现当事人不适格、不正当的情况，比如权利系属

移转的情况，法官向当事人积极释明利害、通知正当当事人参加庭审；又如在

知晓了双方当事人开示的证据后，该程序法官可就证据与案件的相关性提出建

议，指导双方当事人进行更完善的证据准备等。

设立该程序的有如下益处：一是对立案后诉讼程序内外的权利人的实体权

利建立了一个保障机制，增加了立案时尚在诉讼外的实体权利人参与诉讼的积

极可能性；二是尽可能在实体审理前使得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庭审准备，无论是

当事人的变更、追加还是证据的补充都为都是实体审理准备的一部分；三是在

前述基础上，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得到保障，庭审程序的效率得以提高；四是

有利于法院对案件进行程序与审判组织人员的分流，从程序分流上可通过该程

序确定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从组织人员上可基于法院从该程序的了解确

定审判组织的形式，同时该程序的“法官”由于不必进行实体审理，因此也不

必须为员额法官；五是在前述基础上，有利于从程序的角度保障当事人对公平

公正的追求，由于该程序可由非员额法官主持，可以使得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程

序时更贴合“起诉状一本主义”对于法官首次、一次性知晓案件的要求；六是

在此情形下立案时的形式当事人与被追加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庭审准备上的充

分程度更加持平，有利于平衡当事人在庭审准备上的优劣势，更能满足当事人

对公平公正的感受。

以上为本文对我国完善诉讼程序的一个粗糙的构想，仍需结合大量的对我

国法院的实证考察结果进行完善。在我看来，设立并实现这种机制的难度与其

可带来的优势并存。从立法层面上说，此种机制的建立须得对民事诉讼法进行

一定增改，而此番增改必须结合我国大多数法院的实务状况；但就如前面所列

举的它所带来的巨大益处也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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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several years. On 

the one hand, it has solved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to prosecute’, on the other 

hand, it leaves corresponding problems in practic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the 

review of ‘legitimate parties’ is in the gray area between ‘formal review’ in the 

case filing stage and ‘substantive trial’ in the trial stage. Once the situation of 

improper parties has been found during the defense period, it is inevitable to 

delay the procedure.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evant litigation systems abroa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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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procedure and avoid repeated procedures and tired 

tripartite litigation.

Key words: Pre litigation preparation procedure; Legitimate parties; Litigation 

command; Notice of court authority


